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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制造商是开发复杂产品系统的核心主体，其技术标准化能力直接关系到系统的顺

利开发和创新。已有标准化研究未严格区分主制造商与大规模制造企业，忽略了二者个体属

性差异，尚未对主制造商的技术标准化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导致所得结论适用性存在疑问。

　　从收益− 成本视角，结合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综合性高、专用性强等特点，基于知识整合和

影响力机制，分析主制造商网络位置对其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结合主制造商跨技术领域、

对知识产权政策敏感的特点，揭示其内部技术多样性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并

提出相关假设。以中国轨道交通产业主制造商为样本，基于专利、标准、知识产权诉讼和企业

基本信息 4 部分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主制造商的网络位置对其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是动态的、非线性的，度

数中心度和结构洞均对技术标准化能力产生倒 U 形影响，尽管二者影响效果一致，但其内在机

理不同；技术多样性的增加减弱了度数中心度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

增加增强了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

　　从网络化学习和合作出发，提出较为系统的主制造商技术标准化能力形成机理框架；揭示

两类位置在获取和控制社会资本上存在的差异，为理解网络位置与技术标准化能力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拓展了标准化研究对象的边界，丰富了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理论。对主

制造商合理投入网络资源，尤其是针对所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如何利用公司的技术多样性调

节自己的网络位置、有效开展合作创新和标准化工作等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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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技术标准化是高铁和大飞机等复杂产品系统 (com-
plex products and systems, CoPS)创新中解决技术复杂

性问题的良策 [1]，标准化设计可使复杂产品系统内部

模块之间界面更加清晰，提高系统整体开发效率。

与普通大规模制造品不同，复杂产品系统具有复杂

性、系统性、高资本和定制化等特征 [2]，因此，其标准

化过程也呈现综合性高和专用性强等特点 [3]。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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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研发普遍采用主制造商− 供应商模式 [4]，主

制造商往往在产业合作创新网络中嵌入程度较深，

并负责产品总体架构设计、模块集成、产品组装及

交付，是复杂产品系统开发中最核心的行为主体，其

技术标准化能力尤为关键。网络位置是影响复杂产

品系统创新的重要因素 [5]，尽管已有研究大多认为网

络位置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有积极影响，但主制

造商的网络位置如何影响其技术标准化能力还不

明确。

在上述过程中，技术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复

杂产品系统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其标准化过程涉

及多种技术知识领域的交互。技术多样性反映知识

领域的多样化程度 [6]，是一个重要的内部技术环境

因素。而主制造商所在区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则

反映其外部技术环境，现实中由标准化引发的知识

产权争端沸沸扬扬，专利权滥用等问题的诉讼备受

关注。因此，本研究引入技术多样性和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这两个技术环境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探索主

制造商网络位置对其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机理和

规律。 

1  相关研究评述

技术标准化与复杂产品系统的融合是技术标准

化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7]。复杂产品系统是典型的大

国重器，掌握制定复杂产品系统标准的主导权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 [3]。为了探索这个问题，从 3个方面展

开分析。

(1)已有研究围绕复杂产品系统的特征、关键能

力、组织结构和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等展开分析。研

究发现，复杂产品系统与生产同步和响应迅速的研

发特性，以及小批量和定制化的生产特点显著异于

大规模制造品 [8]；技术标准化、系统集成、大型项目

管理和知识管理等能力是复杂产品系统发展的关键

能力 [9]；基于网络化合作和网络化学习的主制造商−
供应商自组织架构是其主要的组织结构 [10]；自有技

术储备和政府的推动是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主要支

撑力和驱动力 [2]。由于主制造商是复杂产品系统开

发的核心主体 [4]，上述研究较多涉及主制造商的关键

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但较少研究主制造商关键

能力，尤其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因素。

(2)已有研究围绕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及其影响

因素展开分析。技术标准化能力是指企业在技术标

准制定中的影响力，对于非复杂产品系统领域的企

业，其技术标准化能力受网络位置 [11]、知识重组 [12]

和标准联盟 [13] 等因素的影响。

网络位置是影响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基础变量和

核心变量。企业身处不同组织网络，在网络中占据

不同位置，意味着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控制存在差

异 [11]，从而影响其技术标准化能力。曾德明等 [11] 认

为度数中心度越高、结构洞越丰富的企业，在技术标

准制定中的影响力越大；高俊光 [14] 的研究也表明，企

业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高，标准的规制方向对其越有

利。相关研究大多认为加入联盟网络，获取有利网

络位置，有助于企业提升标准化能力 [11]。此外，企业

在技术和商业等领域的合作形成不同类别的组织网

络。企业可通过对标准投赞同票的方式推动标准制

定，但企业是否投赞同票取决于其所在网络的类别 [15]。

有研究发现，位于技术网络有利位置的企业较少对

标准投反对票，而位于产品网络有利位置的企业则

表现相反 [16]。

标准化与知识产权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们关注 [7]，

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标准的制定和推广。保

护强度过低，企业难以通过知识产权战略获取创新

独占的收益 [17]，参与标准制定的积极性不高；保护强

度过高，标准实施人的权益难以保护，不利于标准推

广。尽管标准化组织对标准基本专利提出公平、合

理、无歧视原则，但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指导效果

依然存在局限 [18]。

(3)已有研究考察企业个体差异在网络位置影响

标准化能力中的作用。相关变量可分为两类，一类

是与标准化能力相关的其他重要能力，包括技术多

元化 [19] 和研发投入水平 [20] 等，代表企业内部差异；另

一类是企业面临的经济技术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和技术动荡程度等 [21]，代表企业外部差异。

有研究表明，企业个体差异带来的作用显著。

上述研究从复杂产品系统的特征和网络位置对

标准化能力的基础作用、企业个体差异的作用等方

面为本研究带来启示。①复杂产品系统的研发和生

产特征显著异于大规模制造品，复杂产品系统标准

化的难度明显高于一般制造企业，因此有必要对复

杂产品系统标准化的特点进行分析。②复杂产品系

统在组织分工上的高度复杂性可以用复杂网络予以

刻画，网络位置作为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能力的核

心解释变量较为合适。③在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研

究中不应该忽略企业个体差异带来的调节作用。同

时，上述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①主制造商是复杂产

品系统标准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对标准化能力的

研究较少。②网络位置对标准化能力的影响研究大

多定位于高技术产业 (如汽车产业 )，相关研究结论对

复杂产品系统产业未必适用，有必要针对复杂产品

系统产业展开研究。③调节变量的选择针对性不强，

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

贺俊等 [22] 和苏敬勤等 [23] 的研究表明，复杂产品

系统开发的跨知识领域、跨学科特性赋予了主制造

商内部技术的多样性。复杂产品系统设计中遵循的

知识产权导向和标准化过程中产生的专利申请、许

可、公开等知识产权争议问题 [2] 使主制造商对所处

的外部区域环境保持敏感。本研究认为，技术多样

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最能体现主制造商个体差

异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

探索在不同的技术多样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下，

主制造商网络位置对其标准化能力的差异化作用机

制，为复杂产品系统的技术标准发展和主制造商能

力提升策略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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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复杂产品系统的标准化并非简单地将传统标准

化工作复制到复杂产品系统环境中 [3]，与大规模制

造品相比，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在难度和内容等方

面均表现出独有特征。首先，复杂产品系统的高复

杂性和系统性使其标准化分布在不同产品模块和

技术领域，具有综合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其次，复杂

产品系统往往具有定制化特征，用户参与度高，且

设计和制造同时进行，致使行业中缺少可参考的主

导设计，增加了标准化的难度。从内容上讲，主制

造商不仅提供最终系统架构产品，还涉及某些关键

子系统和核心组件的开发 [22]。一方面，核心组件内

部开发要遵循某些特定技术要求和规范；另一方面，

完成组件嵌合和产品组装还要求组件接口的兼容

性以及接口之间可互联、互通、互操作 [22]，保证标准

体系成套和匹配协同 [3]。可见，复杂产品系统主制

造商的标准化工作主要涉及组件内技术标准和组

件间接口技术标准的制定。组件内技术标准倾向

于传统的标准，制定该种标准更需要来自细分领域

的专业标准化工作者的精耕细作  [3]，因而要求主制

造商加强知识深度 [23]；组件间接口技术标准则更需

要跨多个领域、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3]

的多方位知识积累，要求主制造商拓展知识宽度 [2]。

诚然，占据良好网络位置能为主制造商发展标准化

增加影响力，传递所需的知识资源 [24]。基于上述特

点，本研究从收益− 成本视角，从度数中心度和结构

洞两个维度进行主效应分析，从技术多样性和知识

保护角度分析调节效应。 

2.1  主制造商网络位置对其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

度数中心度的大小反映网络主体拥有的直接合

作伙伴的数量 [25]，增加度数中心度可为主制造商标

准化能力带来潜在收益。

(1)内、外部技术知识的整合是主制造商标准化

能力形成的重要传导机制 [23]。增加度数中心度可产

生一种与制定标准化相关的知识整合效应，即直接

接触的知识主体越多，①可快速便捷地获取与自身

核心技术领域紧密相关的知识、技能和信息 [24]，积累

组件知识，深化对该领域技术运作的了解，以完成核

心组件的开发 [26]，制定组件内的专用性技术标准；②

表示主制造商拥有更广泛的知识来源，可以合理避

免“集体思考”和“有限探索”
[27]，尤其是通过吸收和

整合组件供应商的互补知识，可强化自身架构知识 [26]，

有助于细化组件之间的接口技术规范和要求，制定

更具兼容性的的接口技术标准。

(2)开展标准化需要从其他的创新主体获取知识

并进行高强度技术学习 [28]。占据网络中心位置往往

为主制造商赢得了良好声誉 [24]，从而产生声誉效应，

即促进与其他创新主体形成长期稳定的技术合作关

系，减少创新风险和不确定性 [29]；同时合作中增强彼

此信任，有利于获得合作主体的资源承诺 [30]，引导他

们根据主制造商的创新目标进行专用性投资，而这

些都有助于激励和促进主制造商的深度学习过程 [22]，

尤其有利于积累对组件内技术标准的认知。但是，

由于增加度数中心度的本质是网络资源在量上的扩

张 [31]，部分与主制造商保持直接连接的企业之间可

能存在紧密合作，产生同质和重复的知识，导致知识

冗余 [32]，造成知识整合效用在边际上的递减。因此，

随着中心度的增加，收益增长在整体上呈现边际递

减趋势。

成本伴随上述收益而来，如知识整合成本和关系

维护成本 [33] 等。然而，成本的增长是边际递增的，原

因在于：①冗余知识加剧了信息甄别和处理难度，增

加了额外的知识筛选成本。②在主制造商中心度过

高的情况下，架构知识溢出风险随着集成商与供应

商合作范围的扩大而加速上升，这无疑加剧了主制

造商维护标准化能力的成本。在复杂产品系统行业，

主制造商的核心能力，如关于产品组装和技术集成

的架构知识很多嵌入在内部员工的技术诀窍中 [34]，

广泛的直接连接促进了员工之间紧密合作，加剧了

主制造商这类知识的溢出风险 [35]，直接导致制定接

口标准的主导地位下降；顶尖主制造商的行业地位

及产生巨大经济利益的潜力，使部分供应商积极筹

划向主制造商转型以及低地位主制造商向高地位的

升级。这些都使主制造商建立直接连接的技术溢出

风险加剧，由此产生更多的知识溢出对抗成本。

从收益− 成本视角可知，在低中心度范围，收益

增长占据主导；在高中心度范围，成本增长占据主导。

借鉴 HAANS et al.[36] 的倒 U形曲线形成原理，主制造

商的度数中心度对其技术标准化能力整体呈现倒 U
形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a 主制造商的度数中心度对其技术标准化能力

具有倒 U形影响。

占据结构洞位置也可为主制造商标准化带来多

种收益。①相对于度数中心度在获取知识资源上量

的扩张，结构洞位置可视为知识资源在质上的提升 [31]。

主制造商占据结构洞，易获得非冗余和异质性知识 [37]，

对其标准化能力的形成产生一种异质性知识整合效

应，即复杂产品系统的跨领域和跨专业特性，要求主

制造商对供应商的知识领域有一定程度了解 [23]，且

具备跨领域集成和跨组织协调的能力 [24]，这些都需

要多样化知识源做支撑。尤其在对系统内部组件之

间接口标准进行规范时，对兼容性要求更高 [38]。此

时，占据的结构洞越丰富，越有利于拓宽其知识基础

多样性 [37]，获得广阔创新视野，探索出对接口标准化

有利的知识组合方式；还可以加深对复杂技术知识

的系统认识，提出具有整合功能的兼容性技术要素

框架 [11]，促进标准之间的匹配协同。②根据伯特的

结构洞理论，结构洞位置为占据者带来信息控制的

权利 [30]，更容易发起和主导各种创新活动。主制造

商属于创新网络中的关键研发主体，跨领域合作经

验丰富 [39]，若同时占据结构洞位置，更容易产生控制

效应，使其在标准制定活动中也更有话语权，主导优

势更明显。与中心度影响机理有所不同，由于结构

洞本身指向非冗余知识 [37]，不易产生知识冗余，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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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边际收益增长保持稳定。

管理结构洞位置也为主制造商标准化带来成本，

如面对异质性知识源、知识整合成本逐渐上升等 [40]。

信任关系到复杂产品系统内部知识共享成效 [34]，结

构洞多指向弱连接 [30]，使合作风险增加，不利于企业

之间形成信任关系 [40]，降低了合作伙伴关系投入和

知识分享意愿，损害网络中共同价值观和愿景的形

成，从而增加了主制造商的学习成本。与中心度相

似，结构洞对应的成本增长也是边际递增的。这是

由于占据的结构洞越多带来以下信任危机：①主制

造商的机会主义可能性增加 [41]，损害他们在行业内

的可信度和声望，降低合作企业的知识分享意愿，导

致主制造商学习难度和额外成本的增加 [34]；②不利

于形成确保合作行为的网络统一准则，如增加复杂

产品系统组件之间兼容性的技术标准，同时还给主

制造商带来了更大的协调、监控和交流成本 [42]。

从收益− 成本视角可知，在低结构洞水平范围，

收益增长占据主导；在高结构洞水平范围，成本增长

占据主导。参考 HAANS et al.[36] 的倒 U形曲线形成原

理，主制造商的结构洞对其技术标准化能力整体呈

现倒 U形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b 主制造商占据的结构洞数量对其技术标准化

能力具有倒 U形影响。 

2.2  技术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技术多样性是主制造商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

明企业的技术多样性水平关系着它的知识识别、吸

收和整合等活动 [11] 以及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39]。因此，

主制造商的网络位置为其实施标准化战略所传递的

丰富知识资源和影响力能否有效转化为技术标准化

能力，还取决于其技术多样性水平。

拥有多样性技术，主制造商拥有更多整合知识的

可能性 [27]，使直接连接增加产生的知识冗余问题得

到缓解，使中心度的知识整合效应发挥更大作用，因

此也更易形成两类技术标准。有研究表明，当企业

的技术多样性水平高时，在行业中会产生更高的受

认可程度和吸引力 [39]，可进一步增强中心位置的声

誉效应。

拥有多样性技术的主制造商往往积累了丰富的

前期知识整合试错和试验经验，可使其避免实施很

多不具备创新产出潜力的知识组合行为 [43]，减少中

心度增加带来的筛选成本；也使其有意识地减少与

某些合作伙伴的深度交流合作，降低直接连接带来

的技术溢出风险对抗成本 [44]。

因此，当主制造商技术多样性较高时，随着度数

中心度的增加，收益的增长比原来更快，而成本的增

长比原来更慢，知识冗余产生的不良影响得到缓解。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a 技术多样性的增加减弱度数中心度对技术标

准化能力的倒 U形影响。

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的高知识综合性使多技术

企业在研制适用范围更广、兼容性更强的技术标准

上更具优势 [11]。主制造商技术多样性水平越高，表

明涉及知识领域越广，越有能力实施标准化中的知

识整合，可增强结构洞的异质性知识整合效应；越容

易增加通过结构洞连接的企业对其的依赖，使结构

洞的控制效应增强。

技术多样性增加了主制造商的知识宽度，对异质

性知识更易理解和处理，降低了学习成本 [37]。技术

多样性带来的被认可度缓解了因为占据结构洞而带

来的信任危机，从而降低协调成本。

因此，当主制造商的技术多样性较高时，收益的

增长比原来更快，而成本的增长比原来更慢，对信任

危机的抵抗力增加，不信任感产生的不良影响得到

缓解。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b 技术多样性的增加减弱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

能力的倒 U形影响。 

2.3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调节作用

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的综合性高、专用性强的

特点，使其标准化活动涉及到处理多个知识领域的

交互和多个主体间的复杂关系，而这些都可能引发

知识产权的争端 [45]。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作

用于主制造商，还对合作主体产生影响，所以对主制

造商来说，这也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作用具有激

励和阻碍双面性 [46]，其内在机理更为复杂。

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对完善的地区，①主制造

商的知识整合更容易受到保护，可有效地规避技术

盗用和技术人员流动潜藏的泄密等风险，实现创新

价值 [47]，增强知识整合效应；②使中心位置产生的声

誉效应增强，这是由于此时知识泄露等风险相对较

低 [27]，未经授权的技术盗用和专利侵占行为减少 [48]，

合作伙伴的专用性投资行为受到鼓励，有利于主制

造商的深度学习。因此，中心位置带来的收益增长

趋势更快。

与此同时，标准化中主制造商向合作企业的学习

行为面临更大的被诉讼风险。企业热衷于将自身专

利融入到标准中 [49]，以获取标准实施后带来的专利

许可收益和互补品开发先动优势。在知识产权保护

机制越完善的地区，合作企业申请技术专利的意愿

越强，专利标准化动机也越强，这些都为主制造商向

合作伙伴的学习增添了更多的风险。知识产权保护

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注重专利价值 [50]，使专利诉讼活

动更具吸引力，也容易产生“专利流氓”
[51] 发起的恶

意诉讼。大量直接合作关系易带来权益摩擦，对处

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主制造商来说更容易受到合作主

体牵连 [52]，卷入标准化引发的知识产权争端之中。

这些都增添了主制造商的被诉讼风险和学习成本。

因此，中心位置带来的成本边际增长更快。

由于难以判断收益增加的边际效应和成本增加

的边际效应孰大孰小，无法判断对新的净收益曲线

是增强还是减弱。因此，本研究提出竞争性假设。

H3a1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增强度数中心度

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倒 U形影响；

H3a2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减弱度数中心度

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倒 U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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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可使主制造商的异质

性知识整合更受到保护，使异质性知识整合效应增

强，但不利于控制效应的作用。这是因为，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增加加剧了因结构洞位置的信任危机产生

的学习成本和协调成本。顺利开发复杂产品系统对

主制造商的协调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22]，加之标准化

中可能出现的知识争端、占据过多结构洞产生的信

任危机等，都对主制造商的协调能力提出严峻考验，

增加了协调成本。另外，信任危机使合作伙伴采取

积极主动的知识保护手段，强化自身创新收益占

有 [53]。此时，知识产权法律审判机制和执行力度增

强，使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更容易实现 [46]，

增加了主制造商知识获取成本，如面临高额专利许

可费，被迫承担更多的应对其他企业的专利诉讼的

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等，而这些都会降低标准化的

实现效率。

因此，成本的增长加快，但异质性知识整合效应

和控制效应的总收益增长无法确定，对最终的净收

益变化无法判断。因此，本研究提出竞争性假设。

H3b1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增强结构洞对技

术标准化能力的倒 U形影响。

H3b2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减弱结构洞对技

术标准化能力的倒 U形影响。

综上所述，形成本研究概念模型，见图 1。进一

步，对 6个假设的理论推演过程进行总结和归纳，提

炼出各假设效应的形成机理，见表 1。从主效应 (H1a

和 H1b)看，不同类型的网络位置具备不同的资源特征

和影响力特征，使主制造商获取和控制资源产生差

异，由此带来两种主效应的收益和成本曲线的差别。

尽管最终的影响结果一样，但是其内在形成机理不

同。正因如此，处于不同水平的技术多样性和知识

产权保护强度，主效应对应的收益和成本曲线的变

化形态各异，导致调节效应 (H2a、H2b、H3a、H3b)的内在

形成机理也有所不同。 

技术标准化
能力

网络位置

度数中心度

结构洞

内部技术环境

外部技术环境

H
3b

H
3a

H
2b

H
2a

技术多样性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H
1a

H
1b

图  1  概念模型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表  1  假设效应的形成机理

Table 1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Hypothesis Effects

主效应 维度 位置特征及其作用方式 收益 成本 最终影响

(1)度数中心度→技
术标准化能力

度数中心度

知识资源特征：可便捷地获取可信赖
知识资源和专用性资源

收益 成本 净收益

− =

影响力特征：可带来良好的声誉

(2)结构洞→技术标
准化能力

结构洞

知识资源特征：可获取异质性、多样
化、非冗余的资源

收益 成本 净收益

− =

影响力特征：获得控制权力

调节效应 对主效应(1)的调节 对主效应(2)的调节

技术多样性

收益 成本 净收益

− =

收益 成本 净收益

− =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收益 成本 净收益
?

− =

收益

?

成本 净收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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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研究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轨道交通产业是典型的复杂产品系统制造业，具

有合作紧密和知识密集等特征。在研发设计中广泛

采用网络合作和标准化的组织方式，且专利和标准

等数据公开性较好，易于获取。考虑到专利从申请

到公开一般有 1.5年~2年的时长 [54]，标准从起草到确

定公开也经历多个环节。因此，为了更加完整、全面

地用所获数据反映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和标准化活动，

本研究将专利数据收集截止年份设定为 2016年，其

他数据收集时间区间根据本研究数据处理原则有所

浮动，如为了控制专利− 标准的因果效应，将标准数

据收集截止年份设定为 2017年。总体而言，本研究

选取中国轨道交通产业 30家主制造商为样本，收集

其 2000年至 2017年专利、标准、企业基本信息及所

在区域知识产权诉讼数据构建面板数据。主制造商

的选取基于以下原则：在复杂产品系统研发中负责

产品总体设计、组织项目实施、负责模块集成和产

品组装并提供产品交付及后续服务的企业。得到 30
家样本企业，其中，28家国有企业，2家非国有企业；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地区的常规分类，样本企业

主要地域分布为华北地区 6家、东北地区 5家、华东

地区 8家、中南地区 7家、西南地区 3家、西北地区

1家；以 2016年为时间节点，企业年龄在 20年以内的

5家，21年~ 60年的 10家，61年以上的 15家。

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用于测量自变

量网络位置和调节变量技术多样性。在合作创新网

络的构建过程中，基于轨道交通产业的 245家企业和

研究所 (含上述 30家主制造商样本 )的 9 310条联合

申请专利数据构建网络。标准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数据量最大、收录最完整的《标准数据总库》，获得

621条数据，用于测量因变量标准化能力。知识产权

诉讼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用于测量调节变

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企业年龄和企业性质等企业

基本信息数据主要从企业主页和行业报告中获取。

考虑到企业研发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采用 3
年为一个时间窗口，以企业联合申请专利数据建立

产业合作创新网络。另外，为了在统计上控制因果

效应，考虑到企业技术标准由大量专利构成，遵循技

术专利化− 专利标准化逻辑，专利观测区间比标准观

测区间滞后 1年，如 2000年至 2002年的合作网络对

应 2001年至 2003年的标准数据，以此类推，共计 15
个时间窗口。理论上，收集整理 15个时间窗口的 30
家样本企业的相关数据，可获得观测值为 450。 

3.2  变量定义和测量 

3.2.1  因变量：技术标准化能力

借鉴曾德明等 [11] 的研究，根据本研究团队 2017
年 1月至 2018年 3月前往多家中车集团下属公司关

于标准化工作调研获取的一手素材，制定正式标准

一般经过以下流程：首先，由几家单位商定起草；其

次，将该项标准稿提交标准委员会；再次，以文件的

形式，在行业中广泛征集意见；最后，经历若干其他

环节后，最终确立该项标准。其中，标准起草单位在

影响标准的技术内容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19]，易获得

未来标准实施后的各种收益。因此，用参与起草的

标准数量测量主制造商的技术标准化能力。 

3.2.2  自变量

(1)度数中心度。反映网络主体与其他主体建立

直接连接的程度 [11]，本研究参考史金艳等 [52] 的研究，

采用与主制造商直接相连的企业或研究所的数目测

量该主制造商的度数中心度。

(2)结构洞。采用 Burt结构洞指数中的有效规模

测量，反映网络中的非冗余因素。计算公式为

NS i =
∑

j

1−∑
q

pi,qb j,q

 ,q , i, j (1)

其中，NS 为结构洞； i 为网络中节点， j 为与 i 相连的

所有点， q 为网络中除了 i 或 j 之外的点； pi,q 为 i 与 q
建立的关系数量在 i 与网络中其他所有节点建立的

关系数量中的占比，bj,q 为 j 到 q 的关系的边际强度。 

3.2.3  调节变量

(1)技术多样性。参考 CARNABUCI et  al.[6] 的研

究，采用熵指数测量企业技术多样性。计算公式为

TD =
N∑

k=1

Pk ln
(

1
Pk

)
(2)

其中，TD 为技术多样性， k 为技术小类，N 为企业专

利中 k 类专利的个数， Pk 为企业专利中 k 类专利所

占比例。在计算过程中采用 5年专利数据滚动处

理。

(2)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借鉴 XIE et al.[55] 的研究，

采用某年企业所在省份知识产权诉讼结案数与该年

知识产权立案数的比值测量。 

3.2.4  控制变量

(1)企业年龄。用企业年龄控制所有因时间变化

而产生的不同效应和不同年龄企业的资源差异。

(2)企业性质。企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资

金获取和研发投入，进而对其专利产出和技术标准

化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引入企业性质虚拟

变量，国有企业取值为 1，非国有企业取值为 0。
(3)知识基础规模。具有强大知识基础的企业在

知识元素整合中更具优势 [56]，在技术标准化的过程

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因此，本研究引入知识基础规

模作为控制变量。借鉴 YAYAVARAM et al.[56] 的测量

方法，计算公式为

KBa,t =

3∑
s=1

Ma,t−s (3)

其中， a 为企业， t 为年； KBa,t 为 a 企业第 t 年之前 3
年申请的专利总数；Ma,t-s 为 a 企业第 t-s 年申请的专

利数。

(4)网络密度。有研究认为网络密度对网络中知

识流动产生影响 [13]，进而影响企业对知识的整合效

率。因此，本研究将网络密度作为控制变量，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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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
m

n (n−1)
2

=
2m

n (n−1)
(4)

其中，Den 为网络密度，m 为网络中所有连接的数目，

n 为网络中点的个数。

(5)网络异质性。网络异质性是网络节点间度分

布的不均匀性，反映主体间合作关系的差异化程度 [57]，

对网络中知识资源的分享和合作意愿产生影响。因

此，本研究将网络异质性作为控制变量，用度分布熵

进行测量 [58]，即

H = −
n−1∑
h=1

p(h) log p(h) (5)

其中，H 为网络异质性，h 为网络节点度，p(h)为 h 的

分布函数。 

3.3  实证分析模型

构建 7个计量模型，模型 1检验控制变量选取的

合理性及其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模型 2和模型 3分

别检验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倒 U形影响 (即主效

应 1和主效应 2)，模型 4和模型 5分别检验技术多样

性在两个主效应中的调节效应，模型 6和模型 7分别

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两个主效应中的调节效应。

由于因变量为非负整数，且期望和方差差别较

大，期望值为 4.698，方差为 53.217，具有过度分散的

特点，因此采用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对面板数

据进行假设检验 [56]。 

3.4  实证结果和分析 

3.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由于少数主制造商成立时间较晚，在观测区间内

年份成立，因此变量企业年龄、技术标准化能力、度

数中心度、结构洞、企业性质、知识基础规模的观测

值均为 448。在技术多样性的测量过程中采用 5年滚

动处理，未收集到观测区间以外的相关数据，因此技

术多样性的观测值为 311。运用 STATA进行数据分

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关系见表 2，各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小于 0.600。运用线性回归检

验多重共线性，发现 VIF 值均小于 3，证明变量之间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6]。度数中心度与结构洞的

相 关 系 数 为 0.758， 这 种 情 况 在 RANGANATHAN et
al.[15] 的研究中也有出现，其不同网络指标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 0.840。从社会网络理论看，中心度和结构

洞是从不同视角对网络位置的测量，测量方式有相

似之处，但二者理论意义有较大区别，本研究将在实

证结果讨论部分对此进行详细说明。为了将二者相

关性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识别各自的影响效应，本

研究在回归模型中将它们分别放在不同模型中进行

回归。 

3.4.2  假设检验和实证结果讨论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对两个自变量和两个调节

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由

表 3可知，模型 1包含 5个控制变量，模型拟合程度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and Correlations Coefficients

变量
技术标准
化能力

度数
中心度

结构洞
技术

多样性
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

企业
年龄

企业
性质

知识基
础规模

网络
密度

网络
异质性

技术标准化
能力 1

度数中心度 0.320*** 1

结构洞 0.370*** 0.758*** 1

技术多样性 0.320*** 0.284*** 0.357*** 1

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 0.002 − 0.098** − 0.085* − 0.029 1

企业年龄 0.172*** 0.027 0.124*** 0.368*** 0.116** 1

企业性质 0.052 − 0.054 − 0.034 0.067 0.014 − 0.071 1

知识基础规模 0.346*** 0.413*** 0.592*** 0.562*** − 0.060 0.214*** 0.009 1

网络密度 − 0.192*** − 0.200*** − 0.297*** − 0.549*** 0.048 − 0.070 0.0003 − 0.413*** 1

网络异质性 0.144*** 0.209*** 0.353*** 0.483*** 0.039 0.099** − 0.001 0.633*** − 0.532*** 1

观测值 448 448 448 311 450 448 448 448 450 450

均值 4.719 10.886 1.551 2.493 0.839 59.772 0.100 106.918 0.051 0.025

标准差 7.305 27.801 2.893 1.017 0.251 34.900 0.301 165.118 0.057 0.018

VIF 2.386 2.770 2.195 1.059 1.340 1.103 2.245 1.729 1.931

　　注： ***为p < 0.010， **为p < 0. 050， *为p < 0.10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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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变量
技术标准化能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度数中心度
0.582***

(0.107)
0.451**

(0.194)
0.683***

(0.124)

度数中心度2 − 0.079***

(0.020)
− 0.251***

(0.090)
− 0.118***

(0.032)

结构洞
0.420***

(0.128)
0.129
(0.168)

0.443***

(0.129)

结构洞2 − 0.074**

(0.037)
0.067
(0.070)

− 0.088**

(0.038)

技术多样性
0.197
(0.129)

0.162
(0.151)

技术多样性×
度数中心度

0.184
(0.209)

技术多样性×
度数中心度2

0.173**

(0.085)

技术多样性×
结构洞

− 0.035
(0.226)

技术多样性×
结构洞2

− 0.081
(0.081)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 0.020
(0.076)

0.060
(0.081)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度数中心度

− 0.025
(0.144)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度数中心度2

− 0.037
(0.037)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结构洞

0.221*

(0.133)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结构洞2

− 0.104**

(0.053)

企业年龄 − 0.002
(0.003)

− 0.003
(0.003)

− 0.003
(0.003)

− 0.012***

(0.004)
− 0.009**

(0.004)
− 0.003
(0.003)

− 0.003
(0.003)

企业性质 0.320
(0.311)

0.280
(0.305)

0.251
(0.304)

− 0.288
(0.367)

− 0.123
(0.364)

0.269
(0.305)

0.328
(0.319)

知识基础规模
0.0007*

(0.0004)
0.0001
(0.0004)

0.00004
(0.0004)

− 0.0003
(0.0004)

− 0.0002
(0.0005)

0.00009
(0.0004)

0.00006
(0.0004)

网络密度
− 4.099***

(1.437)
− 2.891**

(1.363)
− 3.332**

(1.415)
− 4.831**

(1.941)
− 6.318***

(1.923)
− 2.496*

(1.360)
− 3.210**

(1.410)

网络异质性 2.861
(4.116)

4.253
(4.057)

1.902
(4.109)

− 6.829*

(3.862)
− 8.307**

(3.974)
5.379
(4.038)

1.962
(4.110)

常数项 − 0.091
(0.258)

0.040
(0.260)

0.078
(0.264)

1.763***

(0.354)
1.519***

(0.345)
0.023
(0.265)

0.106
(0.269)

对数似然值 − 1 013.031 − 1 000.207 − 1 007.165 − 767.090 − 773.934 − 997.580 − 1 005.179

样本量 448 448 448 311 311 448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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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知识基础规模和网络密度对技术标准化能力

具有显著影响，知识基础规模对技术标准化能力有

促进作用，而网络密度越大，越不利于技术标准化

能力的提升。

在模型 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自变量的一次项和

二次项、调节变量，以及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一次项

和二次项的交互项。表 3中，与度数中心度相关的回

归模型中对数似然值分别为 − 1  000.207、 − 767.090
和− 997.580，表明连续加入变量增加了模型适用性 [11]。

(1)由 模 型 2可 知 ， 度 数 中 心 度 一 次 项 系 数 为

0.582， p < 0.010；二次项系数为− 0.079， p < 0.010。表

明度数中心度对技术标准化能力具有显著倒 U形影

响，H1a 得到验证。由模型 3可知，结构洞一次项系数

为 0.420， p <  0.010；二次项系数为 − 0.074， p <  0.050。
表明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能力具有显著倒 U形影响，

H1b 得到验证。结合模型 2和模型 3的回归结果，运

用 Matlab分别绘制对应的变量关系图，对主效应给

出进一步讨论，见图 2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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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度数中心度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Degree Centrality on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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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Structural Hole on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图 2和图 3形象地表明度数中心度和结构洞均

对技术标准化能力产生倒 U形影响。研究结果肯定

了网络化合作对企业标准化能力积累的重要性，这

与已有大部分研究 [19] 一致。然而，本研究结果发现

网络过度嵌入对标准化能力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

已有研究较少得出该结果。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可

能是因为研究对象不同。已有研究 [11] 定位于一般高

技术产业，其中可能也涉及某些主制造商，但并未有

所区分，未考虑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与一般高技术

产业标准化在内涵和难度上的不同，也忽略了普通

高技术企业与主制造商的个体属性差异，并未对复

杂产品系统主制造商提出有针对性的启示。本研究

结合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高综合性和强专用性等特

点，综合考虑了关系过度嵌入 (度数中心度过高 )下
的知识冗余和路径依赖、结构过度嵌入 (结构洞占据

过多 )下的信任危机给提升技术标准化能力造成的

阻碍，并得到实证结果支持。

尽管度数中心度和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能力作

用一致，均为倒 U形，但却基于不同网络位置特征带

来差异化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认为主制造商在网络

中占据不同位置，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控制存在差

异，这与杨博旭等 [31] 的研究结论一致。从社会资本

理论看，度数中心度和结构洞都代表一定的网络地

位，两者紧密相关 (相关系数为 0.758)，但二者具有不

同资源特征和影响力特征。从资源特征看，度数中

心度高，意味着网络主体可以便捷地获取制定标准

所需的可信赖和专用性资源；占据结构洞多，则更易

获取非冗余的异质性资源。从影响力特征看，度数

中心度高可以带来良好声誉，获取制定标准所需的

主导优势；丰富的结构洞则倾向于传递控制权力，产

生控制效应。因此，尽管二者作用一致，但内在机理

不同，这也是在同一个调节变量下二者作用表现出

异质性的最根本原因。

(2)由模型 4可知，技术多样性与度数中心度二

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 0.173，p < 0.050。由模型 6可知，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度数中心度二次项的交互项系

数为− 0.037，不具有显著性，H3a1 和 H3a2 均未通过检验。

由模型 5可知，技术多样性与结构洞二次项的交

互项系数为− 0.081，不显著，H2b 未通过检验。由模

型 7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结构洞二次项的交互

项系数为− 0.104，p < 0.050。
由于非线性模型中交互项系数并不反映真实的

交互效应 [56]，不能仅从交互项系数的正负判定要检

验的假设是否得到支持。因此，本研究使用图分析

进一步解释具有显著性水平的模型 4和模型 7的检

验结果，判断 H2a、H3b1 和 H3b2 是否成立，并对未通过

检验的 H2b、H3a1 和 H3a2 进行解释。

结合模型 4和模型 7的回归结果，运用 Matlab分

别绘制对应的变量关系图，见图 4和图 5。
由图 4可知，技术多样性增加，主效应 1对应的

倒 U形曲线变平坦，表明 H2a 得到验证。由于合作是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普遍趋势，不可避免，因此需要

有效规避建立网络关系带来的不良影响。本研究发

现，技术多样性的增加缓解了中心度过高带来的不

良影响，主效应 1对应的技术标准化能力整体升高，

即曲线整体上移，曲线顶点 (图中用×号标记的点 )向
右移动，最优技术标准化能力对应的度数中心度也

明显提高。这都说明主制造商技术多样性水平越高，

对网络资源的利用效果越好，技术多样性水平的提

升是企业通过增加网络直接连接以获取标准制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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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前提。

由图 5可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加，主效应 2
对应的倒 U形曲线变陡峭 (绿线变为蓝线 )，表明 H3b1

得到验证。值得注意的是，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

低时，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表现为积极

作用。这不难理解，在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的地区，

谁占据合作网络的关口 (即企业间的桥梁 )，掌握了多

样化的资源，谁获得的能力就越强。然而，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是大势所趋。因此，要寻求能够指导

未来实践的启示，还要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逐渐升

高的情况。H3b1 通过检验，进一步支持了知识产权保

护的双面性 [46]。一方面，产生激励作用，使主制造商

与合作主体之间的知识分享更高效，可以更快速地

通过结构洞位置获取技术标准化能力；另一方面，产

生阻碍效应，加剧主效应 2的不良影响，最优技术标

准化能力对应的结构洞数量变少，即顶点向左移动。

本研究发现，技术多样性对结构洞二次项的调节

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度数中心度二次项的调

节作用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过

程中隐性知识的传递机制影响所致。王娟茹等  [34] 认

为，隐性知识共享是复杂产品系统中知识共享行为

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新技术的组合和新方案的

形成。因此，除了学习和掌握关键技术专利等显性

知识，主制造商还要掌握技术诀窍等隐性知识 [5]。隐

性知识的传递依赖于紧密、可信赖的关系 [59]，结构洞

位置不利于隐性知识传播，相比之下度数中心位置

则更有利。此时，主制造商掌握多样化的显性技术，

无助于其开发和获取隐性技术，因此导致技术多样

性对主效应 2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外，主制造商所

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高，虽然可以降低显性

知识的溢出风险，但对难以形成专利的隐性知识的

泄露和转移制约力度有限，因此导致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对主效应 1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4  结论

本研究以复杂产品系统主制造商为研究对象，探

讨在合作网络中的位置、内外部技术环境和技术标

准化能力之间的关系。侧重收益− 成本视角，分析主

制造商网络位置对其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机理，

并以技术多样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调节变量，

揭示它们的干预方式、路径和结果。研究结果表明，

度数中心度和结构洞均对主制造商技术标准化能力

具有倒 U形影响，主制造商技术多样性增加减弱度

数中心度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倒 U形影响，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增强结构洞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

倒 U形影响。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如下：①针对复杂产品系统标

准化的特点，剖析主制造商网络位置影响其技术标

准化能力的内在机理，揭示不同类型网络位置在社

会资本获取和控制上存在的差异，提炼出知识整合

和影响力两种机制，并详细论述了它们的不同作用，

这是对复杂产品系统技术标准化的积极探索。同时，

拓展社会资本理论在技术标准化研究的应用范围，

促进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与技术标准化研究的融合。

②结合主制造商在内部技术多样性和外部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上的个体差异，系统分析它们的调节作用

机理，为网络位置影响标准化能力主题开辟一个适

用于主制造商的系统研究框架。③从主效应到调节

效应的理论推衍，采用完整的收益− 成本分析链条，

尝试了管理学研究中关于 U形关系理论推导的新范

式 [36]，分析结果支持了在高技术领域中良好网络位

置对技术标准化能力产生积极影响的认知。同时，

网络的过度嵌入反而对技术标准化能力产生不良影

响。这更加适用于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环境，在复杂

产品系统标准化和主制造商标准化能力理论研究与

实践之间架起有益桥梁。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如下：复杂产品系统主制造商

在实施标准化战略时应结合自身内外部技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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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合视角制定决策。①开展网络合作应与技术多

样性程度相匹配。在技术多样性水平较低时，盲目

投入网络资源、追求网络地位，会让主制造商产生认

知偏差，陷入低端集成陷阱。而当掌握了多样性技

术时，应积极开展网络化学习和合作。例如，通过与

行业中其他主制造商展开项目合作，获取知识资源

和影响力；加强与关键供应商合作，引导专用性投资；

积极参加行业技术交流和标准制定等活动。同时应

趋利避害，避免过多直接合作，将网络资源的投入保

持在动态最优水平，将知识筛选成本、技术溢出风险、

路径依赖保持在可控范围内。②适当的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有利于标准的制定和推广。在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较完善的地区，主制造商可适当缩减对网络资

源的投入，不过度接触和进入不相关、不熟悉的技术

领域。政府也应制定并有效实施相关法规，合理保

护企业知识产权。③充分重视复杂产品系统标准化

过程中强关系网络对隐性知识的传递作用。复杂产

品系统主制造商从低端集成向高端智造转变，除了

要掌握关键技术专利等显性知识外，还需要掌握技

术诀窍等隐性知识。主制造商应在追求度数中心度

与结构洞之间保持平衡，防止网络密度过于稀疏，适

度加强合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强度，增加合作频率，展

开深度交流等。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企业合作创新范围广

泛、联合开发项目不一定都能形成实质性的专利成

果，采用联合申请专利刻画企业的网络化行为存在

一定局限性，未来应探索解决这一局限的方法。本

研究认为技术多样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网络位

置和标准化能力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还有哪些其

他因素、以何种方式产生影响或调节，如技术复杂性、

产业技术的动荡性等。此外，在复杂产品系统标准

化背景下，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何作用于企业

内部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等，都是未来可进一步探

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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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mplex Products and Systems Main Manufacturer′s
Network Position on Its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SUN Yaowu1，GONG Xiaoye1，CHEN Peizhen2

1 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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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in manufacturer is the core actor to develop complex products and systems (CoPS), and its technological stand-
ardization capabi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oPS. The existing standardization re-
search does not strictly distinguish the main manufacturer from the large-sca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gnoring the individu-
al attribu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nd there is no targeted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of the
main manufacturer, which leads to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xtant conclusions in doubt.
　　From the  benefit-cost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s  of  CoPS′ s  high  comprehensiveness  and  specificity,  and
based on the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influenc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main manufacturer′s
network position on its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manufacturer′s
cross-technology fields  and  sensitivity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ts  internal  technological   di-
versity and exter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tensity is further considered. Relevant hypotheses are put forward. Tak-
ing the main manufacturer of China′s rail transit industry as the sample, the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data of four parts, namely, patents, standa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and basic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network position on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ies is dynamic and non-lin-
ear. Among them, degree centrality and structural  holes both have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
tion capability, although the effects are the same (both are inverted U-shaped), their internal mechanism is different; and the in-
crease in technological diversity weakens the influence of degree centrality on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the in-
crease of  intens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rengthens the impact  of  structural  holes  on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
tion capabilit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hav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rom network-based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views,  a  more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ain  manufacturers′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is proposed. Besides,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cquisition and control in different types of network positions
are revealed, providing new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position and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
ity. The research also expands the boundary of the research on standardization, and enriches the theory of CoPS innov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main manufacturer to reasonably invest network resources, especially for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
erty protection environment. It also show lights on how to utilize the technological diversity of the company, adjust its network
location, and effectively carry out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Keywords： complex  products  and  systems；main  manufacturer； network  position； technological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technological diversity；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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